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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汉语的演化历史中，动结式(亦称述补式)的产生与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形成标志着上古汉语单动

词使动用法的衰落，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目前的主流看法是动结式从上古汉语的并列

连动式演变而来，但对于动结式的具体产生年代仍存在不少争议，由此形成了先秦说、汉代说、六朝说和唐代

说等不同见解(见梁银峰，2006：17-24的梳理)，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连动式的V2何时从他动词变为自动

词。然而，单纯依赖连动式V2的句法性质变化来判定动结式的产生年代并不可靠(姚振武，2013)，也无法从根

本上解释动结式的形成机制。本文主要探讨从并列连动式到动结式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偏移及其相应的

句法机制，并从中管窥句法系统生成机制的演化。本研究认为，从连动式到动结式发展过程的关键一环在于

“融合”是晚于“并入”出现的新型句法操作手段，该操作是在表达丰富性和精细化的语义要求下运算系统对句

法生成机制进行调整的结果，它很可能促成了汉语其他句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从更广泛意义上推动了汉语

从动词框架语向卫星框架语的类型转化。

二、关于动结式产生动因的既有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动结式的产生与古汉语使动用法的衰落密切相关，但从大量语料来看，后者并非前者的直

接来源。多数学者支持动结式由上古汉语的连动式发展而来的观点(吴福祥，1999；赵长才，2000；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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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帅志嵩，2014；石村广，2016等)。赵长才(2000)提出，上古汉语连动式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广义连

动的早期形式是V1和V2各自带宾语，两者的宾语往往具有相同指称，逐渐通过“而”来连接，形成广义连动

的后期形式“V1而V2O”。随着双动共宾结构的大量出现，该形式逐步为不带“而”的狭义连动式取代，而后

V2从及物动词(或他动词)转变为不及物动词(或自动词)，最终形成动结式(表示为VRO)。这一演化过程如下

表所示：

从形式上看，狭义连动式与动结式非常相近，二者属于同形异构(石村广，2016：341)，前者应是后者的直接

来源。两者的差别在于狭义连动式的V2仍具有使动用法，与V1的地位平等，而动结式的V2(即补语R)已从致使

他动用法演变为自动用法，与V1形成动补关系。多数学者的看法是，判定一个连动式是否已演变为动结式，关

键看V2是否仍保留使动用法。蒋绍愚(1999：330)指出，“只有断定这些自动词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构

成述宾关系，才能肯定是动结式。”

如果动结式是由上古汉语连动式演变而来，那么原本各自独立且地位平等的V1和V2缘何能凝固为一个复

合动词？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动结式产生的原动力是汉代以后兴起的双音节化趋势，即V1与V2的结合

是双音节化驱动的结果(志村良治，1984；石毓智，2002；董秀芳，2011；石村广，2016)。石村广(2016)提出，动结

式的产生本质上是古代使动用法从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的历时演变结果，即历史上消失的单音节使动词经过

双音化变成了动结式，后者弥补前者消失后在表达体系上的空缺。

应该说，双音化过程的确是汉语历时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广义连动式的后期形式(V1而V2O)到狭义

连动式(V1V2O)的演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即由“射而杀之”到“射杀官者”应是双音化驱动的结果。然而，该过

程不足以解释动结式的整体演化脉络。动结式的直接来源是狭义连动式V1V2，这是动结式产生过程中最后也

是最重要的一步，双音化趋势显然对这一演化过程缺乏解释力，因为从音节角度讲，狭义连动式中V1与V2的邻

接实际上已满足双音化要求，它与动结式在音节和韵律上并无本质区别，两者的本质差别应在于V2的他动词

用法与R的自动词用法的不同。从这个角度讲，双音化趋势并非动结式产生的直接动因。

上古汉语连动式是双核心并列结构，而动结式是单核心复合词，从连动式到动结式的演变过程不仅

涉及音节的调整，也涉及句法核心的变化。一些学者提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涉及经“重新分析”后句法

核心的偏移(魏培泉，2000；赵长才，2000等)。这些研究认识到动结式的产生伴随着句法核心的转移，但

共性问题是对于“重新分析”缺乏明确界定，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重新分析”，“重新分析”后形成怎样

的句法构造？

冯胜利(2002)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连动式的不稳定性和两解性是引发核心偏移的动因，最

终导致双核连动式发展为单核动结式。冯胜利提出，连动式的核心偏移有两种可能方式：一是“义素兼并”导

表1 连动式到动结式的发展历程

一

二

三

四

结构形式

广义连动式 I(V1O+V2O)
广义连动式 II(V1而V2O)
狭义连动式(V1V2O)
动结式(VRO)

例句

楚之虔诱蔡侯般，杀之于中。(《春秋经·昭公十一年》)
至射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七年》)
至射杀官者。(《史记·晋世家》)
主人欲打死之。(《太平广记》卷第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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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核心左偏，其发生条件是V2的义素蕴涵于V1之中，以“绞杀”为例，其义素组合如下：

(1)绞=[使死亡+用绳索勒或吊]
杀=[使死亡+以某种方式或手段]

“绞”的语义更为具体，既说明致死方式，也说明最终的死亡结果，其中蕴含了“杀”的义素，类似例子还

包括“椎杀、刺杀、射杀、斩杀、诛杀”等。冯胜利认为，在历时发展中，“杀”的义素逐渐被前面含“使死亡”义

的V1所兼并而丧失核心地位，形成核心左偏。其句法结构变化如(2)所示：

(2)核心左偏

第二种是“语义类差”形成的核心右偏，此情况中V2与V1的义素彼此独立，V2是语义重心所在。以“围杀”

为例，其整体蕴涵“致死”的结果义，但“围”只表达致死方式，不涉及“死亡”的结果状态。当大量类似结构(如
“矫杀、篡杀、蛰杀、幽杀”等)出现后，它们因致使方式(即V1)的不同构成语义类差集，V1逐渐丧失核心地位成为

V2的修饰语，形成核心右偏(见(3))。
(3)核心右偏

冯胜利提出，核心左偏和核心右偏经“重新分析”分别形成两种结构体，前者形成[动+补]的动结式，后者形

成[状+动]的偏正式(如“怒斥”)。
应该说，核心双向偏移的看法能够较客观地反映“一源二流”的发展脉络，也得到了语言事实的有力证

明，但该分析存在两点问题。首先，无论是核心左偏还是右偏的结构体，虽然都标明了核心与非核心，但

只是出于语义上的判定。从句法构造上讲，所形成的核心偏移结构与原初的连动式(即左侧图示)并无本

质区别，即V1与V2的组合方式和层级构造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句法系统无法有效识别出核心成分。换言

之，语义核心的偏移理应带来句法构造的变化，若仍维持原来连动式的合并方式，势必造成语义表达和句法构

造的不匹配。

其次，冯胜利认为动结式只来源于“义素兼并”引发的核心左偏，这一看法较为片面。按此观点，动结式

的V1应既蕴涵动作方式，也蕴涵V2表达的结果状态。但就现代汉语而言，大多数动结式的方式义与结果义

相互分离，即述语V1只表示动作方式，结果义由补语V2单独表达(杨大然，2018：10)，两者在语义上存在互

补，这也符合Rappaport Hovav & Levin(2010)提出的“方式/结果互补限制”(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另

一方面，冯胜利(2002：11)认为核心右偏的条件是一个集合义类的单个成员之间存在“语义类差”。事实上，

这一语义条件不仅适用于[状+中]类偏正结构，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的动结式。例如，如果以“破”作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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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状态的V2，那么选择不同的活动方式(即不同的V1)，就可以形成一个集合义类，如｛摔破、抠破、捅破、踢破、

咬破、踩破……｝，其中的每个成员都与其他成员形成语义类差，该集合符合语义类差导致的核心右偏条件，那

么上古汉语的双核心连动式经过核心右偏形成的不只是状动式复合词，也可能是动结式复合词。综上，连动

式经核心左偏形成的动结式在现代汉语中实际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大多数的动结式应属于V1与V2彼此

独立的核心右偏型动结式。

三、两类结果性结构及其句法生成机制

冯胜利(2002)采用句法说的初衷旨在说明双核心连动式通过怎样的机制发展为单核心动结式，并解释为

什么这种运作以前没有发生。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两个问题未得到很好解答。本节我们从两类结果性结

构的不同生成方式入手，探讨动结式产生过程中所涉及的句法生成手段的变化。

文献中，汉语动结式的普遍译法是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意为“结果性复合动词”。可以看出，学界从

广义上倾向于将动结结构归入汉语的结果性结构(resultative construction)。Washio(1997：7)基于跨语言的证据，

将自然语言中由谓词和结果补语形成的结果性结构从总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强结果结构(strong resulta⁃
tive construction)，该类型的基本特征是谓词义素中不包含补语的义素，即两者的词汇语义彼此独立。以(4b)为
例，drag在词典中的释义为 to pull (sth.heavy) along with great effort，其中不包含与结果补语 smooth有关的义

素。其他两句亦是如此。按照Washio的定义，(4)中的例句都应归入英语强结果结构。

(4)a. 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b. The horses dragged the logs smooth.
c. The jockeys raced the horses sweaty.

与强结果结构相对的是弱结果结构。Washio(1997：7)指出，弱结果结构中谓词和补语的义素并非完全独

立，而是存在一定的蕴涵关系，即谓词的义素中包含某种结果倾向，补语指称的状态蕴涵于这一结果倾向之

中。来看(5)和(6)所示的英语和日语例句。(5)中 clean和kirei指称的结果状态(即“干净”)实际上蕴含于wipe和
hui(“擦”)表达的结果倾向中。在(6)中，paint和nut(刷)的义素其中虽不直接蕴涵“变蓝”这一结果状态，但“刷”

的动作必然会造成墙上某种色彩的形成，补语blue和buruu(蓝色)指称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或者说是对结果

的具体说明。因此，(5)和(6)都属于弱结果结构。

(5)a.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kare-wa teeburu-o kirei-ni hui-ta

他-话题 桌子-宾格 干净 擦-过去时

‘他擦干净了桌子。’

(6)a. John painted the wall blue.
b. John-ga kabe-o buruu-ni nut-ta.(日语)

约翰-主格 墙-宾格 蓝色 刷-过去时

‘约翰刷蓝了墙。’

除了语义特征上的不同，Washio(1997：8)还观察到两类结构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强结果结构允许出现

所谓“假宾语”(fake object)，即宾语不是谓词论元结构内的应选论元。如(7)所示，当结果补语 thin被拿掉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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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均不能成立，这一方面说明主动词与宾语之间不存在论元选择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主动词义素中一定不

包含 thin所表达的结果状态。相反，弱结果结构的谓词不允许带“假宾语”。以(5a)为例，若去掉结果补语

clean，句子依然成立，说明 the table作为wipe的应有论元，是真正的宾语。若将 the table换成类似(7)中的“假宾

语”，句子则不合法，如(8b)所示①。从这一对比得出，谓词能否带“假宾语”可作为鉴别强弱结果结构的一种句

法手段。

(7)a. The joggers ran the pavement*(thin).
b. The planes flew the ozone layer*(thin).(引自Washio，1997：8)

(8)a.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b. *He wiped the pavement clean.

Washio指出，强弱结果结构的划分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几乎所有语言中都有弱结果结构，而强结果

结构只存在于部分语言之中。例如，对应(4a)的句子在日语和意大利语中都不合法，如：

(9)a. ??John-ga kinzoku-o petyanko-ni tatai-ta.(日语)
约翰-主格 金属-宾格 平-ni 砸-过去时

b. *Gianni ha martellato il metallo piatto.(意大利语)
詹尼 助动词 砸 定冠词(阳性) 金属(阳性) 平(阳性)

据此，Washio(1997：8)依据是否允准强结果结构将自然语言分为两类：一类只允许弱结果结构，以日语和

意大利语等为代表；另一类允许强弱两种结果性结构，以英语和德语等日耳曼语为代表。在Washio(1997)的基

础上，Mateu(2012)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强弱结果结构的区分不仅体现于谓词与补语的语义蕴涵关系，深层次上

还涉及句法生成机制上的差异。具体来讲，对于弱结果结构，由于其中补语的结果状态蕴含于谓词，Mateu假
设两者的词根先形成一个复合成分，整体充当表达状态变化的功能语类P(ath)的补足语②。在推导中，谓词的

词根√HUI先上移到P，而后再上移到表致使的轻动词V，而补语的词根始终处于原位。以日语句子(10)为例，

其生成过程如(11)所示。

(10)kare-wa teeburu-o kirei-ni hui-ta
他-话题 桌子-宾格 干净 擦-过去时

(11)

根据Baker(1988)的研究，上图推导中词根√HUI的移位属于“并入”(incorporation)操作，该操作本质上是一

种中心语移位(head-movement)。按照Chomsky(1995)的“移位拷贝理论”(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中心语移

位涉及下层有语音内容的中心语√HUI经过复制后相继与上层功能性中心语P和V发生合并，表达式在音系

式(PF)输出上最终只保留位置最高的拷贝，下层的其他拷贝均被删除，即最终填充V的语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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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u(2012)提出，与弱结果结构不同，强结果结构中动词词根进入句法推导不是通过“并入”，而是从外

部直接嫁接于致使轻动词。该操作早期见于Harley(2005)对工具性名转动词(denominal verb)的分析。Hau⁃
gen(2009：253)将该操作称为“方式融合”(manner conflation)，他提出，“方式融合”是一种直接合并 (direct
Merge)(或复合(compounding))，即将一个词根作为修饰语与另一个结构中心语发生合并，其中不涉及句法成

分的移位。

借鉴Harley(2005)和Haugen(2009)的分析，Mateu(2012)提出强结果结构的生成中同样涉及词根与轻动词的

“融合”。以(12)为例，Mateu(2012)认为其句法结构为(13)，其中结果词根√SORE仍充当功能语类P(ath)的补足

语，但与(11)不同的是，词根√DANCE不是基础生成于P的补足语位置，而是通过直接合并与上层功能语类V
发生“融合”(或“复合”)，以此方式使V获得语音内容。

(12)The boy danced his feet sore.
(13)

鉴于强弱结果结构采用不同的句法生成手段，Mateu(2012)提出，自然语言在结果性结构上的类型学差异

本质上归因于某种语言的句法生成机制中是否存在“融合”手段。英语和现代汉语等语言既允许词根向轻动

词的“并入”，形成弱结果结构，也允许词根与轻动词发生“融合”，形成强结果结构。相反，日语和意大利语等

只允许词根以中心语移位方式与轻动词发生“并入”，而不允许两者的“融合”，因而只存在弱结果结构，无法构

建强结果结构。

四、两类动结式的句法生成机制

将核心左偏和右偏的两类动结式与强弱两类结果性结构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语义关系上存在较

为整齐的对应。冯胜利(2002)提出上古汉语连动式核心左偏的前提是满足“义素兼并条件”，即V2的义素蕴涵

于V1之中，这一语义关系恰好与弱结果结构相符，后者也要求补语的义素蕴含于谓词的义素之中。如(14)所
示，“干净”和“干”表达的结果状态分别蕴含于“擦”和“烘”，即V2是V1可预期的自然结果，此类核心左偏的动结

式形成的是弱结果结构。相反，连动式发生核心右偏的条件是V2与V1的义素彼此独立，这又刚好与强结果结

构的语义特征吻合，后者要求补语与谓词的义素不存在蕴涵关系。如(15a-b)所示，“唱”和“吃”的动作中不包

含“哭”和“穷”表达的结果状态，或者说后者不是前者的预期结果，V和R的义素相互独立，此类核心右偏的动

结式形成强结果结构。由于强结果结构的V1未对V2施加语义限制，与V1预期结果相反的形容词也可以充当

V2，如在特定语境下还存在与“擦干净”和“烘干”相对的临时组合“擦脏”和“烘湿”，如(15c-d)所示，这也证明现

代汉语中确实有强弱结果结构之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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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核心左偏动结式(弱结果结构)
a.萍萍就抬起手来擦干净了眼泪。(余华《我为什么要结婚》)
b.她的衣服是像已经烘干了一部分。(曹禺《雷雨》)

(15)核心右偏动结式(强结果结构)
a.这首歌曾唱哭了千万人。(2000年《人民日报》)
b.干部人数过多，吃穷了财政。(1993年《人民日报》)
c.字面擦脏了，罚抄整页纸。(王朔《看上去很美》)
d.结了冰的衣服拿去烘会烘湿，冰一化，衣服就全湿了。

核心偏移的两类动结式分属强弱结果结构的另一个证据是两者在是否允许“假宾语”上存在差异。对

于例(14)，由于V2的义素蕴含于V1之中，宾语若要达到V2表达的结果状态，必须成为V1的直接作用对象，

即动结式宾语应是V1的直接宾语，因而此类核心左偏动结式不允许出现“假宾语”(fake object)，应归属于弱

结果结构。相反，核心右偏的动结式允许“假宾语”的出现，如(15a-b)所示，其中“千万人”不是“唱”直接作

用的对象，“财政”也不是“吃”的应有论元。这两句的合法性证明动结式宾语的结果状态与V1表达的动作

无关，这进一步说明V1与V2之间不存在义素上的蕴涵关系，因此将核心右偏动结式与强结果结构相对应

是合理的。

基于强弱结果结构在句法生成上的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核心左偏和核心右偏的动结式尽管都来源

于上古汉语连动式，但在演变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句法生成机制，最终形成的句法构造也有所不同。具体来

讲，对于核心左偏动结式，以“绞杀”为例，按照弱结果结构的生成分析(如(11))，在核心偏移之前，同为核心的

“绞”和“杀”作为词根处于同一节点之下，由于后者的语义蕴含于前者之中，核心发生偏移后，词根“√杀”首先

与处于同一节点下的词根“√绞”合并，两者形成一个词根复合体“√绞杀”，而后该复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相继

上移到表达状态变化义的Path和表达致使义的 v，分别与这两个功能性中心语发生“并入”，最终填补 v的语音

内容。其结构派生如(16)所示④：

(16)

对于核心右偏动结式，其与英语的强结果结构(VOR)不完全一致。在英语中，尽管V与R的义素彼此独

立，但谓词始终是V，R只能是非谓词成分(形容词或副词)，表达V义素之外的一种结果状态，V与R的语义无主

次之分。与之不同的是，核心右偏动结式的V2应是整个谓词的语义重心，至于其是否是决定论元实现(或配价)
的句法核心，学界的看法不一。李临定(1984)和马希文(1987)等主张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核心统一于V2，而沈

家煊(2003)和宋文辉(2004)等则主张核心分离，即句法核心在V1，语义核心在V2。杨大然(2018)对这两种观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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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反驳，提出动结式的核心应是功能性轻动词，而不是词汇性成分V1或V2。本研究赞同杨大然(2018)的“功

能核心说”，我们认为，对于核心右偏动结式，其句法核心是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的轻动词v，其决定动结结构

的论元选择，而它的具体语义内容由“并入”该位置的V2来填充，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此类动结式的核心右

偏性质。结合前面(13)的句法构造以及杨大然(2018)的结构分析，我们提出从双核心连动式到核心右偏动结式

经历了如下的结构变化(以“围杀”为例)。
(17)

上面结构中，词根“√杀”先上移至中心语Path与其发生“并入”，而后继续“并入”到上上层中心语 v，在填

补轻动词v语音内容的同时，也成为句子的语义核心。而在整个致使性句法结构形成后，“√围”作为活动方式

类词根通过与致使轻动词v的“融合”进入句法推导，这一点与(13)所示的强结果结构保持一致。

上述结构分析可以较好解决冯胜利(2002)留下的一些问题。从(16)(17)可以看到，从连动式到动结式的演

变不只是在核心标识上的简单变化(见(2)(3))，而是双核心的连动式随着语义重心的变化，通过不同的句法手

段，即“并入”和“融合”，分别形成具有不同结构形式的单核心复合词。从这一演化过程来看，动结式的形成并

非词库内某些特殊的词汇规则使然，而是与连动式一样，仍依靠句法规则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动

结式实际上是一种句法词(morphological word)，而不是词汇词(lexical word)，它与连动式都是句法操作的产物。

在下节中，我们将进一步阐明，动结式的演化路径不仅深刻反映了汉语在语言类型上的历时演变，也可能揭示

了人类语言在句法生成机制上的演化规律。

五、从动结式的形成发展管窥句法生成机制的演化

余健萍(1957)曾提出，从单动式到动结式的演化路径为“B→A而B→AB(如：破之→撞而破之→撞破)”，这
一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王力，1989；赵长才，2000；石村广，2016等)，对此本文也予以认同。下面我们依据

该路径来考察汉语在句法生成机制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5.1“融合”晚于“并入”

从史料来看，汉语单语素动词的使动用法历史悠久，产生年代可追溯到甲骨文时期。如(18)所示，其中的

“来人”“宁风”均为使动，意为“使人来”和“使风停止”。

(18)a.贞：师般其来人？(合集1036) b.癸卯卜，宾贞：宁风？(合集13372)
一些学者认为，此类使动结构与不及物的非宾格结构存在派生关系。Hu(2018：138)指出，上古汉语中表

达状态变化的非宾格动词可自由转换为及物性致使动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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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燕攻打齐，齐破。(《战国策·齐六》)
b.与谋伐齐，竟破齐，闵王出走。(《战国策·燕一》)

(20)a.昔者，洪水沸出。(《汉书·司马相如传》)
b.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周礼·夏官司马》)

Hu(2018)认为，上面b句的致使用法是从a句的非宾格用法派生而来，即基础生成于下层VP中心语的动词

通过移位占据上层表致使义的轻动词v，其生成过程应如(21)所示：

(21)

到了西周时期，类似的使动用法拓展到由形容词、名词以及方位词等做谓词的结构，如(22)所示。Huang
(2015：28)提出，这些转化而来的使动用法也可通过类似(21)的中心语移位来分析，稍有不同的是，这些形容词

或名词初始生成于V的补足语位置，而后相继上移至表活动义的V和表致使义的 v，最终转化为致使动词，其

结构如(23)所示。

(22)a.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荀子·儒效》)
b.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礼记·表记》)
c.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小雅·信南山》)

(23)

从(23)可见，无论是动词本身的使动用法，还是形容词、名词等派生而来的致使动词，其生成过程都涉及底

层的词汇中心语向上层的功能中心语的移位。按照Haugen(2009：257)和Basciano(2010：113-114)等的分析，这

样的中心语移位应归入典型的“并入”操作。

按照前文的分析，动结式是由狭义连动式直接发展而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连动式语义核心偏移方式

的不同，运算系统采用不同的句法机制孕育出两种类型的动结式。对于第一类核心左偏动结式，句法系统仍

运用原有的“并入”手段，即占据底层的中心语V的核心动词(V1)通过“并入”与上层致使性中心语 v结合，形成

如(16)所示的弱结果结构。对于第二类核心右偏动结式，运算系统在维持原有“并入”手段的同时，即核心动词

V2移位到上层的中心语 v，也运用了词根与轻动词的“融合”手段，其中V1作为表达方式的动词词根与 v发生了

直接合并，形成如(17)所示的强结果结构。从词的使动用法到并列连动式再到动结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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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定，“融合”应是晚于“并入”出现的一种新的句法生成手段，正是该手段的运用为动结式的产生提供了

一条新的途径，使得不稳定的连动式双核心结构以不同方式形成两种类型的单核心动结结构。

前文提到，冯胜利(2002)提出关于动结式演变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连动式通过怎样的句法手段才能成为

动结式，二是为什么这种运作之前没有发生。前面的分析基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即

这一演变过程为何之前没有发生。如果说“融合”操作的运用是动结式形成的关键，那么该问题可归结为

“融合”操作产生的动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语义表达上的要求是该操作得以启用的主要动因。与动结式

相比，词的使动用法虽然在形式上更为简洁，但在表达上存在一定缺陷。使动用法的动词一般为单语素，

宾语往往比较短小，形式单一，二者构成的致使结构只表达结果，未能表达造成该结果的行为方式，从而

造成致使事件中的关键性语义要素，如方式、原因等信息的缺失，无法满足表义的丰富性。王力(1989：
262)指出，“使动用法只能表示使某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这一结果”。随着汉

语由综合性向分析性过渡，动词概念化的信息逐渐趋于简单，表结果状态和表行为方式的动词分工越来

越明确(蒋绍愚，2005：233；Huang，2015)。因此，语义表达的丰富性和精细化要求推动了“方式动词+结果

动词”这一复合结构的产生，即实现了从使动式“小之”到动结式“斫小它”的过渡，后者因表义更为明确而

在两者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并最终取代前者。“融合”操作的出现正是在语义表达丰富性和精细化的驱动

下，运算系统在句法生成机制上所做出的相应调整，即在原有的纯合并和移位(并入)操作之外，启用了之

前句法系统内未曾使用的“融合”(或直接合并)机制，使得表达动作方式或原因的非核心动词成分(V1)得以

进入句法推导，对致使方式进行具体说明，最终形成了动结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类型，即核心右偏型动结式，实

现了语义表达与句法表达之间的相互匹配。

5.2 更多证据支持

从动结式的产生过程得出“融合”晚于“并入”出现的推断可以得到其他证据支持。首先，该推断与汉语

历时发展中的类型转换相契合。Talmy(2000)按照运动事件核心图式(即路径)的词汇化编码模式划分了动词

框架语(verb-framed languages，简称V-语言)和卫星框架语(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简称 S-语言)，前者的运

动路径由主动词编码，后者的路径由附加语编码。英语是典型 S-语言，如(24a)所示，其运动路径由附加语

into来编码，而说明动作方式的副事件编码于主动词。相反，西班牙语是典型V-语言，其运动路径只能编码

于主动词，因此与(24a)相对应的(24b)不可接受。其合法的表达只能是(25a)，其中主动词 entró编码路径，副事

件由分词成分 flotando编码。作为S-语言的英语也允许类似(25a)的表达(如(25b))，只是该结构不是运动事件的

主要表达方式。

(24)a. The bottle floated into the cave.
b. ??La botella flotó a la cueva.(西班牙语)

冠词 瓶子 漂 到 定冠词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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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 La botella entró a la cueva flotando.(西班牙语)
冠词 瓶子 进入 到 定冠词 山洞 漂(分词形式)

‘瓶子漂进了山洞。’

b. The bottle entered the cave by floating.
近年来，学界的诸多研究表明(Mateu，2012；Fan，2014；Acedo-Matellán，2016等)，V-语言和S-语言在运动

事件编码上呈现的系统性差异可归结为两类语言在运算系统的生成机制上的差别：S-语言允许表达方式的动

词词根嫁接于轻动词 v，即与后者发生“融合”，可以形成(24a)所示的方向性运动方式结构，同时其也允许词根

移位与轻动词发生“并入”，形成(25b)。相反，V-语言只允许词根通过“并入”与轻动词结合，而不允许两者发

生直接合并，因此，如(24b)所示的结构在以西班牙语为代表的V-语言中被排除。

对于汉语的词汇化类型，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汉语在历时发展过程中经历或者正在经历从V-语言到S-语
言的类型转变(见Peyraube，2006；Xu，2006；史文磊，2014等)。根据史文磊(2014)的考察，上古汉语的运动事件

以单动式路径动词为主(占比73.75％)，现代汉语则主要通过“方式+路径”的动趋式来表达(占比70.39％)，呈现

出显著的从V-语言到S-语言的发展趋势。此外，上古汉语的动词可兼融[运动]、[方式]和[路径]多个义素，表现

出综合性词化模式(如“登”)，而现代汉语中[方式]和[路径]义素则呈现互补分布倾向，这也进一步证明汉语词化

类型表现出V-语言向S-语言过渡的倾向。

依据上述两方面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到的合理推断是，“融合”是汉语从V-语言(古汉语)向S-语言(现代汉

语)转变过程中启用的一种新的句法生成机制，它的出现晚于“并入”以及其他更为基本的合并类型(如“纯合

并”等)，这恰恰与前面我们从动结式的演变轨迹中得出的推断相吻合。也就是说，“融合”手段的运用不仅推

动了从双核心连动式向单核心动结式的演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也为汉语从V-语言向S-语言的类型转

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句法手段。

“融合”操作晚于“并入”的推断还可以从汉语存现句的历时发展中得到证实。根据储泽祥等(1997)的考

察，最早出现的两类存现句是以静态义的“有”和“是”构成的“有”字句和“是”字句。宋代以前，两者是占主导

地位的存现结构，如：

(26)a.山有榛。(《诗经·邶风·简兮》)
b.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史记·苏秦列传》)
c.善庆思惟毕，满目是泪。(《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到了汉代，开始出现“有”“是”之外的一般动词做谓语的存现句，唐代以后此类句式趋于成熟，存现动词还

可以带上体标记“着”或“了”。如：

(27)a.臂上悬剑。(《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文》)
b.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宋话本小说《错斩崔宁》)
c.那人家门首吊着个龟盖。(元孟汉卿《魔合罗》杂剧)

根据隋娜、王广成(2009)的研究，汉语存现句的动词具有非宾格性，反映其事件类型的核心谓词是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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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vOCCUR⑤。从事件意义上讲，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字句和“是”字句表达最基本的存在义，据此本文认为，其

中的静态谓词“有”或“是”应分析为事件轻动词 vOCCUR的语音实现。以(26a)为例，其结构大致如(28)所示。可以

看出，早期“有”字句或“是”字句的生成中只涉及最基本的合并操作，即作为轻动词的“有”或“是”先与后面的

名词合并，而后再与句首的方位名词合并。对于后来发展出的活动方式类动词构成的存现句，其不仅在表义

上更加丰富，在结构上也更为复杂。汪昌松(2021)的研究认为，此类存现句的生成中涉及活动方式动词以词根

形式与轻动词 vOCCUR发生“直接合并”，表达存在或促成隐现的方式，如(27a)表示“剑”以“悬”的方式存在于“臂

上”，(27c)表示“龟盖”以“吊”的方式位于“门首”。从本质上讲，汪昌松(2021)提出的“直接合并”与本文所说的

“融合”属于同一种操作，都涉及词根与轻动词的形态嫁接。仍以(28a)为例，其句法结构可表示为(29)。
(28)

(29)

从存现句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动结式的发展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早期的存现结构只是通过“有”或

“是”来表达最基本的存在义，而没有活动方式类动词构成的存现句，其原因很可能也是上古汉语的句法生成

机制中尚不存在，或者说尚未启用“融合”这一句法手段。而后在语义表达丰富性和精细化要求的驱动下，即

不仅要说明某处存在某物，还要说明某物以何种方式存在或出现，语言的句法操作机制进行了相应调整，开始

运用“融合”这一新型生成手段，表达活动方式的动词得以进入存现句担任谓词，表明某物存在或出现的具体

方式，以实现语义表达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匹配。

另一方面的证据是，存现句与动结式在发展轨迹上也有较大程度的重合。依据储泽祥等(1997)的调查，方

式动词做谓语的存现句始于汉代，发展成熟于唐宋时期。对于汉语动结式，尽管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存在一定

争议，但先前大部分研究都认同词的使动用法的衰退始于东汉时期(见李平(1987)的统计数据)，那么动结式的

最初形成大致应在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志村良治，1984；蒋绍愚，1999；吴福祥，1999；赵长才，2000；梁银峰，

2006等)，并最终在唐代发展成熟(梅祖麟，1991)。可以看出，动结式与活动方式动词做谓语的存现句在形成和

发展的时期有着较高程度的重合。依据本文的讨论，这种并行发展的态势并非巧合，它进一步印证了两种句

式的产生很可能是受制于相同的句法生成机制，即都是在语义丰富性条件的促发下运算系统运用“融合”这一

新型句法生成机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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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动结式的产生发展过程探讨了句法生成机制的更新与演化。本文提出，双音化趋势无法对这

一过程做出合理解释，该过程本质上涉及核心偏移形成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条以“义素兼并”为条件的核心左

移，形成“绞杀”为代表的弱结果结构；另一条是以“义素类差”为条件的核心右移，形成“围杀”为代表的强结果

结构。前者的形成机制主要涉及底层核心动词到轻动词 v的“并入”，该操作仍维系先前词的使动用法的生成

机制；而后者的生成中不仅包含“并入”，还涉及表达方式的动词词根(√V1)与 v通过“融合”操作形成一个句法

单位，该操作是运算系统在表义丰富性和精确性的驱动下所启用的新型句法生成机制，使得表达行为方式的

句法成分(即√V1)得以进入推导，形成了仅靠“并入”所无法构建的强结果结构，实现了语义要求和句法表达之

间的匹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更多证据进一步证明，“融合”作为一种相较于“并入”晚出的句法生成手

段，不仅实现了从双核心连动式向单核心动结式的演变，也很可能促成了包括存现句在内的汉语其他句式结

构的形成与发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了汉语从V-语言向S-语言的类型转化。

注释：

①(7a)表达The joggers发出“跑”的动作，造成的结果是 the pavement变成 thin的状态，其结构可以用Hoestra(1988)的小句分析

法来分析，即[the pavement thin]作为小句充当 ran的补足语。但该分析不适用于(8)的弱结果结构，因为按照小句分析法，主语发出

了wipe的动作，但该动作未直接作用于后面的NP(即 the pavement不是wipe的论元)，但结果事件是 the pavement变成clean的状态，

这显然有悖于人们的常识，因而(8b)不能成立。

②Mateu(2012)将表达状态变化和表达空间位移事件的核心功能语类都统一为Path。
③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动结式是一个庞杂类别，其内部组成成分的黏着性、词汇意义、凝固程度都有一定差别。本文主要

关注一些较为典型的动结式，一些相对较为特殊的动结式，如V2意义虚化的“相位动结式”(phase resultative)(Li & Thompson 1981)
(如“吃完”“做好”)和V2为二价动词的动结式(如“吃腻”“听烦”等)暂不在考察范围内。

④需要说明的是，例(16)中词根复合体“√绞杀”移位至Path，与Path表达状态变化的语义并不矛盾，原因在于弱结果结构的特

点是V2的语义蕴含于V1之中，也就是说V1不仅表达方式，也蕴含一定的结果义，因此Path一定程度上与V1也存在语义联系。当

然，现代汉语中V1兼具方式和结果义的动词数量并不多，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弱结果结构的数量应远少于强结果结构，这也与事

实相符，大量临时组成的动结式都属于强结果结构(如“擦脏”“烘湿”“看歪”等)，它们的形成实际上是晚出的“融合”操作为动结式

带来更强能产性的结果。

⑤隋娜、王广成(2009：226)将该事件谓词表示为OCCUR，本文为了与前面的结构分析保持一致，用 vOCCUR来表示该事件谓词，

它属于轻动词v的一个子类(fl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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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yntactic Genera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Yang Daran Cheng Gong

Abstract：The current mainstream view in academia believes that the resultative verb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has
evolved from the coordinat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Archaic Chinese. However, the trend of disyllablization and the head-
shift analysis proposed by previous studies fail to account for the motivation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is change. By com⁃
paring the two types of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RVCs) formed by head shift and the strong and weak resultatives, this pa⁃
per argues that the RVC with head shifting to V1 is a kind of weak resultatives, which involve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om⁃
plex verb root into a light verb. The RVC with head shifting to V2 is a kind of strong resultatives, involving not only incorpora⁃
tion, but also conflation of the manner root √V1 with the light verb v.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conflation is a
later emerged syntactic operation compared to incorpor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change from the coordinate verb construc⁃
tion to the resultative verb construction, and in a broader sense,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rom a verb-framed
language to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Key words：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head shift;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corporation; co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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